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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来自广西柳州的企业和企业家调查数据 ,考察了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参政

议政的决定因素。我们发现 : (1)来自规模大、历史较悠久企业的、年长的企业家更可能成为各级人

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同时 ,企业家的性别、教育水平和户籍性质都不显著影响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 ;

(2)企业家如果是共产党员或者民主党派党员更可能参政议政 ,与共产党员身份的企业家相比 ,民

主党派身份的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概率更高 ; (3)企业家父母的领导干部身份使其更可能参政议政 ,

其作用介于党员和民主党派身份之间。本文的研究显示 ,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们正在凭借经济实力

以及个人的政治身份与家庭背景而获得正式的政治权力。

关 键 词　企业家 参政议政 政治身份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一　引言

政治配置经济资源 ,研究政治体制对理解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至关重要。研究中国非公有企业的企

业家参政议政的影响因素 ,是理解这个转型与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未来走向的重要视角。

企业涉足政治 (political connections)被认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 ( Fisman, 2001)。例如 ,企业可

以因此而获得更好的税收政策或贷款政策 ( Faccio, 2006; Khwaja and M ian, 2005)。在发达国家中 ,企业

家及其代理人通过竞选而成为议员 ,或者以利益集团游说的形式来确保企业的利益 ,是企业家们以非市

场的手段来实现自身意图的重要途径。在转型经济中 ,除了传统的企业家能力之外 ,企业家的政治身份

显然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与政府的交往能力 ,从而有利于企业发展。A llen等人 (2005)认为 ,中国之所以

能够在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取得高速的经济发展 ,原因在于中国有替代的机制对投资者

进行保护。而政治身份可能就是在中国存在的替代法律保护的机制之一 ,并有利于企业获取资源或发展

企业 (胡旭阳 , 2006)。利用中国的企业调查数据 ,李宏彬等人考察了中国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决定因

素。他们发现 ,越是市场制度发育不完善的地方 ,民营企业家就越可能参政议政 ,因而 ,参政议政也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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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转型国家的市场和制度不完善条件下民营企业家的一种积极的应对措施 (L i et al. , 2006)。

然而 ,一个容易忽略的现象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 ,而与此同时非公有

企业的企业家参政议政的现象却越来越普遍。在 20世纪 90年代早期 ,刚刚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有不少

借助“戴红帽子 (wearing a red hat)”的方式来寻求政治庇护以及获取当地政府在能源、金融等稀缺资源

供应上的支持 (Che and Q ian, 1998; Naughton, 1994)。随着非公有企业在政治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以及外

部市场的日益完善 ,企业就有了摘掉“红帽子”的想法。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以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一次被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此后 ,

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摘掉“红帽子”的现象。缺少“红帽子”的民营企业并没有因此与政治划清界限 ,相反 ,

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们开始越来越主动地加入参政议政的行列。《中华工商时报》于 2003年 12月 29日

发布了该报评出的“2003年中国民营经济十大新闻”,其中之一便是“民营企业家的政治之舞拉开序幕”。

据该报称 ,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 ,至少有 65名来自非公有制经济阶层 ,占所有委员的比例至少有

2. 9% ,人数和比例均超过上届。据温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的统计 , 2006年该市工商联合会会员中担任县

级及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 956人 (次 ) ,均来自民营企业 ,比上届增加了 414人 (次 ) ,民营企业

家的参政议政人数在显著上升。这就是说 ,来自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参政议政 ,不只是对市场或制度不

完善的一种应对行为。

为什么在市场制度日益完善、政治风险也越来越小的时候 ,中国的非公有制企业参政议政的现象却

越加普遍 ? 在解释中国的企业家进入代议机构时 ,应该注意到 ,中国选举市场的发育并不充分。在这一

背景下 ,决定什么样的企业以何种方式进入代议机构的因素 ,显然有着“自上而下”的来自于政治制度和

政治性政策的安排。然而 ,我们也不能否定 ,在意识形态障碍被清除之后 ,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参政议政

也是他们在积聚财富的同时提高政治地位的一种途径 ,因而带有“自下而上”的特征。① 基于这样的假

设 ,我们利用来自广西柳州市的企业与企业家调查数据 ,考察了具有怎样特征的非公有制企业的企业家

更可能以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参政议政。研究结果显示 ,首先企业家的政治背景 (按重要性依次

为 :民主党派成员、母亲为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党员 )是显著增加企业家参政议政概率的最为重要的因

素。其次 ,企业的实力、企业的历史和企业家的年龄也是企业家参政议政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反 ,企业家

的受教育水平以及是否为城市户口对参政议政的概率并无明显影响。

我们的研究显示 ,企业家个人政治身份与家庭背景以及企业的实力都显著提高了非公有企业企业家

参政议政的可能性。如果说企业家个人政治身份与家庭的政治背景都是现有政治制度下一种正式权力

的话 ,那么企业实力则反映了一种正式制度之外的凭借掌握更多资源而取得的一种“权势”。② 也就是

说 ,当前的政治制度以及现实中的资源分配分别通过正式的和实际的政治权力而影响着未来的政治制

度。这就部分地验证了 Acemoglu等人 (2005)提出的经济与政治互动的理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过程中 ,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群体参政议政可能影响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通过考察非公有

企业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决定因素 ,有助于我们思考这股力量可能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未来走向产生

怎样的影响。

现有文献对转型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涉足政治的经验研究相当之多 ,这些研究基本上都强调转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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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民营企业家可能并不是为了获取政治权力而参政议政 ,但一个客观的事实是 ,一旦参政议政之后 ,正式制度赋予企业家的对政府

决策的影响力就提高了 ,这就使企业家通过参政议政获得了一种正式的政治权力。

与本文中的“权势”相对应的英语词汇是“power”,我们认为这个英语单词更能反映我们想说明的企业家由于家庭的政治背景、企

业的资产等因素而具有的一种势力 ,权衡再三 ,我们选用了“权势”这个中文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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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或市场不完善使得企业需要涉足政治以谋取利益 (相关的文献概述可参见 L i et al. ,

2006)。相比之下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对中国非公有制企业企业家参政议政的经验研究并不多见 ,仅有的

一篇文献来自于李宏彬等人利用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L i et al. , 2006)。他们发现 ,越是

在制度或市场不完善的地方 ,民营企业家就越有可能参政议政。与该文相比 ,我们在调查问卷中区分了

企业家在哪一级人大或政协中参政议政 ,因此本文能够展现影响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因素是否已经影响到

了他们参与较高层次的代议机构。在解释变量中 ,我们不仅控制了企业家家庭的政治背景 (父母是否有

领导干部身份 ) ,还区分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与民主党派这两个重要的个人政治身份对企业家参政议政可

能性的影响。经验结果发现 ,这些因素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并且家庭政治背景与民主党派的身份有着比

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更为重要的影响。这一发现表明 ,企业家的参政议政不仅是共产党员身份在人大和

政协中的一种延伸 ,而且更是对其他民主党派政治开放的一个重要渠道。同时 ,在西方政治体制下存在

的代际之间政治权力传承 ,似乎在中国的企业家参政议政中也有所体现。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简要回顾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政策环境的变化过

程 ,提出我们将要验证的若干假说 ,第三部分对经验检验所选取的数据加以说明 ,第四部分是经验研究的

结果 ,最后为结论。

二　背景与假设

中国的非公有经济 ,特别是民营企业是在制度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初的 20世纪 80年

代初期出现的个体户是民营企业的萌芽。1982年 12月 4日 ,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次承认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 ,但直到 1988年 ,雇工 8人以上的私营经济才正式取

得合法地位。① 然而 , 1990年前后 ,民营经济的发展再次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 ,集中表现为关于姓“资”姓

“社”的争论 ,直到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之后 ,中国的民营企业才真正得到快速发展。此后 ,国

有集体企业的转制、民营企业摘除“红帽子”等现象纷纷出现 ,制度在朝着有利于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方向

变化。1999年 3月 ,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次指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法律上保护了民营经济的发展。2001年 7月 1

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建党 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第一次把民营企业家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这被视为民营企业家取得政治地位的一个突破。此后 ,全国有近 600名个体经营者、民营

企业家相继当上了劳模 ,还有的当选为省级的工商联会长 ,有的甚至参加了省、市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

到了 2002年前后 ,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以“两会”代表的身份参政议政。新华社曾如此报道 :“在中共

十六大结束后的短短两个月里 ,一批非公经济人士迅速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其数量之众为新中国成立以

来所罕见 ,有的人获得了较高的职位”。②

与李宏彬等人 (L i et al. , 2006)的定义相同 ,本文也以是否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一标准

来界定企业家的参政议政。在中国 ,人民代表大会是法定的权力机关 ,而政协则起到参政议政以及对中

国共产党和政府行使民主监督职责的作用。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就意味着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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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88年 4月 ,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修正案说 :“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 :‘国家

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的发展 ,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对私

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新华社北京 2003年 1月 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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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为直接而有效的影响力。①

接下来的问题是 ,在中国 ,怎样的非公有企业企业家更可能成功实现参政议政 ? 在理论上 , Acemoglu

等人 (2005)关于经济与政治互动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 ,正式的政治制度

决定“正式的政治权力”,资源的分配则决定“事实的政治权力”。两者共同决定当前的经济制度与未来

的政治制度 ,并且经济制度又决定当前的经济绩效以及未来的资源分配。与上述理论相对应 ,我们可以

预期 ,规模较大企业的企业家更可能凭企业的经济实力而拥有更多“事实的政治权力”,从而更可能实现

参政议政。我们还可以预期 ,有着较长历史的企业会更好地积累与当地政府或官员的关系 ,因此该企业

的企业家也更可能参政议政 ,这也是李宏彬等人 (L i et al. , 2006)加以控制的一个解释变量。此外 ,在现

有的政治制度下拥有“正式的政治权力”的企业家也更可能参政议政。在中国 ,这种正式的政治权力可

能来自于家庭的政治背景 ,如父亲或母亲是干部 ,也可能来自于企业家自己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或民主党

派身份。②

除了理论分析之外 ,来自现实的观察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影响因素。中国现行的选

举制度和操作过程为企业家参政议政提供了至少四条通道。

第一条通道是 ,无论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 ,还是协商产生的委员 ,都有可能通过协商渠

道而进入人大或政协。在候选人的提名阶段 ,都存在着一种“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联合提名”的通道。

在代表选举的准备阶段中 ,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根据代表比例构成的总体要求 ,提出少数民族、工农、干

部、妇女和民主党派等方面的比例要求 ,主动同党委有关部门协商 ,并与党委组织部门对拟提出的代表候

选人进行摸底排队 (蔡定剑 , 2002)。党委组织部门和统战部门在考虑由组织联合提名的名单时 ,各民主

党派和工商联的成员就是当然的考虑对象。与此同时 ,由于政协委员的产生主要是由协商的方式进行 ,

而构成政协委员来源的 34个界别中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经济界、农业界和医药卫生界 ,都是一部分企

业家进入政协的主要通道。

第二条通道是 ,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进行选区划分时 ,并没有完全以地域为基础。根据选举法

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 ,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在实际操

作中 ,尤其是在城市 ,各级人大常委会常常采用的是按系统划分和按地域划分相结合的方式来划分选区。

所谓按系统划分选区 ,是指在某一行政区域内客观上就存在着职工数量众多的企业集团 ,在进行选区划

分时 ,选举机构常常将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直接划分为一个或数个选区 ;所谓按地域划分选区 ,是指纯粹

按照选民的户口所在地或居住地而划分选区。在一些大型企业集团比较集中的地区 ,单位选区常常会占

相当大的比例。对于本级政府直属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 ,各级选举委员会也常常会将他们划分为国资、

金融、贸易、交通等系统选区 ,从而使得这些系统选区的代表性一般都要大于以地域为基础而划分的选

区。近年来 ,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经济开发区 ,开发区的最大特点就是企业的密集。由于开发区中的企业

常常既无主管单位 ,又大多是非国有经济 ,而且也与街道或乡镇没有隶属关系 ,在选举的时候常常被划分

为单位选区或以居住地为基础的选区。这种将非国有企业密集的地方单独划分为选区的做法 ,就在客观

上为一些非国有企业的负责人 ,尤其是一些大型的非国有企业负责人进入代议机构提供了方便。

第三条通道是 ,选举名额确定的双层操作模式 ,使得一些基层领导人主动为企业负责人进入代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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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人大和政协的更为详细的背景性介绍可参见 L i等 (2006)。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代表的广泛性问题 ,对人大或政协成员的党派构成比例有一定的要求。例如 ,在 1987年中共

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发《关于县级人大、政协换届中党外人士比例下降情况的报告及意见》的通知中就正式确认 :县级人

大中党外代表所占比例 ,原则上应与上届相同 (35% ) ;县级政协换届中 ,应继续按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最高不超过 40% ,党外人士不

低于 60%的规定执行 (程子华 ,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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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提供了更大的方便。所谓名额确定的双层操作模式是指 ,在某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时 ,该级的人大常

委会只负责确定下属各行政区域的代表名额数量和大致的构成比例 ,下一级的党委和人大常委会则负责

具体落实。例如 ,在选举省级人大代表时 ,省级人大常委会只是将名额和构成比例分配到下属的各县市。

各县市的领导班子在具体落实过程中 ,在提出候选人环节有比较大的空间。例如 ,在某县选举省级人大

代表的过程中 ,县级党委和人大常委会只需落实两个方面的指标 ,一是将上级党委分配到本县的候选人

作为组织联合提名的候选人推荐给主席团 ;二是代表的总体结构符合比例要求。除上级党委要求推荐的

人选外 ,县级党委和人大常委会则主要是根据本地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来提名推荐候选人的。正

是在这一环节中 ,一些地方的领导人常常为了留住一些纳税大户 ,或者是激励那些为本地的社会经济发

展做出贡献的企业负责人 ,而倾向于将他们也作为推荐的候选人。

当然 ,上述的三条通道并没有完全涵盖企业家进入代议机构的全部渠道。例如 ,一些不能够单独被

划分选区的中小企业 ,其负责人也有可能在某一社区中具有重要影响 ,而被社区组织或居民推荐为候选

人甚至选举为代表。但是 ,相对于前述的三条主要通道而言 ,中小企业的负责人显然更加缺少被提名或

者被选举为代表的机会 ,尤其是当一些地方的选举机构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捆绑为一个选区时 ,小企业

的负责人常常很难有机会通过选票而进入代议机构。

上述几条通道都在客观上更加有利于在资金和人员规模上占优势的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参政议政。

由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都存在着相对独立的通道 ,因此企业本身的所有制属性并不构成影响二者进

入代议机构的因素 ,这一点在我们的研究中也被证实。

在企业家个人的政治资本方面 ,党派属性是决定其能否进入政治系统的重要影响因素。这是因为 ,

具有党派属性的企业家在企业特征之外新增了政治可靠性的特征 ,同时也更为有利于相关机构处理代表

构成比例问题。因此 ,具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企业家 ,就可能会比不具有党派身份的企业家更有可

能进入代议机构。但是 ,由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各级人大中有不超过 65% ,在各级政协中不超过 40%的

比例约束 ,由此会导致那些具备民主党派身份的企业家进入这些机构的可能性会大于中国共产党党员身

份的企业家。

此外 ,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为代表的身份

设定了某些抽象的义务 ,如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保守国家秘密 ,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

中 ,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在选举过程中也一直就有对候选人的背景进行排队摸底的做法 ,选举结束

之后还有代表的资格审查。这三道门槛的存在可能也会导致资历、年龄和家庭背景等因素成为影响某些

企业家能否进入的影响因素。

三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复旦大学 2006年在广西柳州市展开的企业与企业家调查 ,问卷由广西柳州

市工商联以匿名方式发放与回收。柳州下辖六县四区 ,此次调研主要集中在 4个城区和柳江、鹿寨、柳城

3个县。在被调研的县区中 , 4个城区分别发放 250份问卷 , 3个县的发放情况是 :鹿寨县 20份 ,柳江县

20份 ,柳城县 10份 ,县区总共发放 1050份。县与城区的问卷发放数量按各自企业数量的比例确定 ,因而

并不相同。调查过程共回收 1017份问卷 ,去除空白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共 831份。在问卷中我们收集

了有关企业家和相应企业的信息。企业家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 (是否党员、民主党派成员 )、教

育程度、户籍、家庭背景 (父亲或母亲是否为官员 )等 ,企业信息包括企业的注册资本、所有制性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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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财务表现以及员工的信息等。

根据研究需要 ,我们将被解释变量设为企业家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级别。在作为有效样本的

831位企业家中 ,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人数为 144位 ,占有效样本的 17. 33% ,其具体分布见

表 1。

　表 1　企业家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人数和比例

全部样本 非公有企业

是否是各级人大
代表或政协委员 人数 比重

( % ) 人数 比重
( % )

不是 687 82. 67 628 82. 41

乡镇一级 42 5. 05 38 4. 99

县区一级 56 6. 74 53 6. 96

地市一级 43 5. 17 40 5. 25

省级 3 0. 36 3 0. 39

全国 0 0 0 0

合计 831 100. 00 762 100. 00

说明 :本表全部样本数为 831个企业 ,包括了没有报告所有制

类型的企业。

在报告了所有制类型的 783个企业中 ,

有 762个属于非公有企业 ,其中 ,企业家参

政议政的比例为 17. 59%。在非公有企业

样本中 ,有 389个企业为私营企业 ,这些私

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比例为 14. 1% ,其他

非公有制企业 373个 ,企业家参政议政比例

为 21. 2%。

表 2给出了非公有企业的企业与企业

家相关信息。第一组的企业特征变量包括

企业的注册资本、雇用人数和企业历史。另

一组关于企业家特征的变量包括 : ( 1)企业

家的年龄 ; ( 2)企业家的政治面貌 ,我们分

别定义了企业家是否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

是否是民主党派党员两个哑变量 ; ( 3)性别

哑变量 ,男性为 1,女性为 0; (4)教育 ,为了表示每一种教育程度的影响 ,我们根据企业家的教育程度 ,以

小学以下为基准 ,分别设了 6个哑变量 ,分别表示从小学到研究生的不同教育程度 ; (5)户籍哑变量 ,以农

村户籍为 1,城镇户籍为 0; ① (6)家庭背景 ,我们分别定义了企业家父母双方的身份哑变量 ,如果父母迄

今为止的级别高于军队中的尉官 (排连级 )或者行政级别中的县处级以上 ,则政治身份哑变量为 1,否则

为 0。

在表 2中我们对非公有企业家中参政和未参政的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并比较了两者的均值 (或

比例 )。我们发现 ,在企业规模、企业历史、企业家政治面貌方面 ,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样本均值 (或比例 )

都明显高于全体样本。与未参政议政企业相比 ,参政议政企业的注册资本与雇用人数将近前者的 3倍 ,

企业历史也平均超出 3年。参政议政企业家的年龄要比未参政议政企业家大 4岁多 ,特别突出的是 ,参

政议政企业家中党员的数量是未参政议政企业家的将近两倍 ,而参政议政企业家中政协委员的数量却是

未参政议政企业家的 10多倍。也就是说 ,民主党派身份的非公有企业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相当之

高 ,这很可能是因为 ,由于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各级人大与政协中的比例有所限制 ,而非公有企业家之外

已经有相当比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参政议政 ,这就导致非公有企业中 ,那些具有民主党派身份的企业家

比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企业家更可能获得参政议政的机会。

当然 ,上述粗略的统计描述所包含的信息是有限的 ,我们将在下一节借助计量模型来考察非公有企

业中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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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的样本中包括了 3位外籍或港澳台企业家 ,这部分样本在做计量模型时没有被包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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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非公有企业企业家参政和未参政样本的比较

参政样本 未参政样本 两组样本比较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比例 ) 样本量 均值 (比例 ) 均值 (比例 )之差

11企业特征

企业注册资本 (万元 ) capita l 126 645. 774 572 234. 162 411. 611333

企业雇用人数 em ploym ent 121 160. 141 545 58. 958 101. 183333

企业历史 year 126 10. 524 572 7. 371 3. 153333

21企业家特征

年龄 age 132 46. 152 590 41. 608 4. 543333

政治面貌

　中国共产党党员 party 143 0. 403 628 0. 218 0. 185333

　民主党派 otherparty 134 0. 052 628 0. 003 0. 049333

男性 m ale 134 0. 821 605 0. 769 0. 052

教育

　小学 edu2 134 0. 045 628 0. 014 0. 03033

　初中及初中中专 edu3 134 0. 164 628 0. 161 0. 003

　高中及高中中专 edu4 134 0. 201 628 0. 242 - 0. 041

　大专 edu5 134 0. 381 628 0. 331 0. 049

　本科 edu6 134 0. 172 628 0. 193 - 0. 021

研究生 edu7 134 0. 030 628 0. 021 0. 009

农村户籍 rural 134 0. 075 628 0. 083 - 0. 008

家庭背景

　父亲为官员 fa therrank 134 0. 082 628 0. 064 0. 018

母亲为官员 m otherrank 134 0. 030 628 0. 014 0. 016

说明 : 333和 33分别表示两组样本的均值之差在 1%和 5%水平上显著异于 0。

四　经验结果

本文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参政议政的级别。由于问卷收集的数据中 ,担任人大

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家从乡镇一级、县区一级、地市一级到省级的都有 ,问卷中的级别代码也表明了级

别的高低 ,因此 ,我们的计量模型采取了用于有序离散被解释变量的 O rdered Probit模型。

根据理论假设 ,我们的计量模型包含了两类解释变量 :一类解释变量衡量企业特征 ,包括企业注册资

本、雇用人数以及企业历史 ; ①另一类解释变量衡量企业家的个人及家庭特征 ,包括企业家的年龄、政治

面貌 (中国共产党党员或民主党派成员 )、性别、教育程度、户籍特征以及家庭背景 (父亲或母亲是否为官

员 )。上述变量在 L i等人的研究中基本都被控制 ,但也有两个例外。其一是政治面貌 ,与 L i等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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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李宏彬等人 (L i et al. , 2006)的研究中 ,企业历史与企业家经验都显著影响企业家参政议政 ,但本文选择了企业家工作年限、本

行业工作年限、本企业工作年限、本岗位工作年限等多种企业家经验的定义 ,都没有发现企业家经验对其参政议政有显著影响 ,因而在以

下的计量分析中 ,我们没有包括企业家经验这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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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 ,本文不仅控制了企业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 ,而且还控制了民主党派身份 ,因为民主党派是中国

参政议政的一股主要力量。其二 ,本文还在计量模型中控制了家庭背景 ,即父母亲是否为一定级别的政

府或军队的官员 ,借此我们想考察企业家的参政议政是否与其父母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

表 3的方程 (1)是一个包含了所有样本企业和表 2所列的所有解释变量的 O rdered Probit模型 ,其

中 ,企业注册资本取了对数。① 惟一被省略的解释变量是企业的雇用人数 ,因为企业的雇用人数和企业

的注册资本都表示企业的规模 ,同时控制两者使多重共线性问题较为严重。此外 ,由于年龄的平方项在

我们的计量结果中并不显著 ,因此 ,没有放入这一变量。方程 ( 2)是一个仅包含非公有企业样本的 O r2

dered Probit模型。由于性别、教育、户籍、父亲的级别这些变量都不显著 ,因此 ,我们检验了所有这些解释

变量的系数同时为零的零假说 ,W ald检验的结果是 chi2 (9) = 9. 32, Prob > chi2 = 0. 4087,因此 ,不能拒

绝不显著的解释变量的系数同时为零的零假说。于是 ,我们将这些解释变量去掉 ,得到了方程 (3) ,剩余

的解释变量均在 10%水平上显著 ,而且系数的值与方程 ( 2)相比变化也不大。事实上 ,进一步考察原始

数据后 ,我们发现 ,凡是母亲是领导干部的家庭 ,父亲也一定是领导干部。因此 ,母亲的干部身份事实上

也代表了父亲的干部身份 ,当我们仅控制母亲 (事实上也是父母两人 )的干部身份时 ,这一变量在方程

(3)中是显著的。方程 (4)仅包含私营企业样本 ,其他与方程 (3)相同。

　　表 3 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决定因素

(1)全部企业 (2)非公有企业 (3)非公有企业 (4)私营企业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lncapita l 0. 157 0. 033333 0. 149 0. 034333 0. 143 0. 033333 0. 180 0. 056333

year 0. 015 0. 00733 0. 018 0. 00833 0. 018 0. 00833 0. 057 0. 014333

age 0. 030 0. 007333 0. 030 0. 008333 0. 030 0. 007333 0. 023 0. 01033

party 0. 303 0. 12633 0. 328 0. 13033 0. 363 0. 124333 0. 664 0. 195333

otherparty 1. 313 0. 366333 1. 251 0. 367333 1. 239 0. 364333 1. 128 0. 6463

m ale - 0. 064 0. 144 0. 014 0. 151

edu2 0. 966 0. 657 1. 034 0. 681

edu3 0. 277 0. 564 0. 282 0. 581

edu4 0. 159 0. 556 0. 111 0. 572

edu5 0. 371 0. 552 0. 306 0. 567

edu6 0. 193 0. 560 0. 173 0. 575

edu7 0. 808 0. 632 0. 546 0. 661

rura l 0. 020 0. 229 - 0. 032 0. 241

fa therrank 0. 132 0. 258 0. 217 0. 266

m otherrank 0. 717 0. 441 0. 498 0. 466 0. 664 0. 3933 1. 049 0. 5713

观察点 700 641 646 343

对数似然值 - 445. 908 - 413. 822 - 418. 336 - 174. 5976

伪 R2 0. 097 0. 095 0. 088 0. 151

　　说明 : 3 、33 、333分别表示 10%、5%、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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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在计量模型中也曾经控制过企业是否是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哑变量 ,但我们发现这个变量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样

本中属于国有性质的企业非常少 ,也可能是因为现实中 ,企业的所有制的确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企业家政治身份的因素。于是 ,我们在模

型中舍去了企业所有制变量。类似的 ,尽管我们的数据显示 ,私营企业家和其他非公有企业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比例相差 7% ,但是在我们

的回归结果中 ,加入私营企业哑变量 ,该变量的显著程度为 0. 93与 0. 958 (p值 ) ,同样说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企业家参政议政是由与所有

制相关的其他因素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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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 rdered Probit模型中 ,对于居中的被解释变量取值 (在本文中 ,被解释变量取 2、3或 4) ,系数的符

号并不总是与特定的解释变量取值下某个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的方向一致 (Wooldridge, 2002) ,因此 ,为

了能够更为直观地获得每一种因素对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影响 ,我们基于方程 (3)计算了每一种显著

的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 ,结果参见表 4。

　　表 4 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

是否是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不是 乡镇一级 县区一级 地市一级 省级

基准 ① 0. 8110 0. 0579 0. 0807 0. 0481 0. 0023

资本 = 23均值 ② 0. 7830 0. 0636@ 0. 0918@ 0. 0585@ 0. 0031@

企业历史 =均值 + 1 0. 8060 0. 0589@ 0. 0827@ 0. 0499@ 0. 0024@

年龄 =均值 + 1 0. 8027 0. 0596@ 0. 0840@ 0. 0511@ 0. 0025@

中国共产党党员 0. 6980 0. 0778@ 0. 1236@ 0. 0940@ 0. 0066@

民主党派 0. 3605 0. 0927@ 0. 2030@ 0. 2890@ 0. 0548@

父母是领导干部 0. 5863 0. 0901@ 0. 1594@ 0. 1494@ 0. 0148@

　　说明 :①基准是基于资本、企业历史和年龄均取均值 ,其他哑变量

取 0。当资本取均值时 , lncapita l = 5. 749,企业历史的均值是 8. 003,年

龄的均值是 42. 502。②这时 , lncapita l = 6. 442。③ @表示数值相对于

基准有所上升。

　　图 1更为直观地表述了上述边际

效应的大小 ,其中右图复制并放大了

左图中位于下方的三条曲线。基于这

些结果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 ,来自历史较长的大企业的

企业家更可能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

协委员。与参照的基准企业相比 ,企

业注册资本提高 1倍 ,企业家成为各

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可能性将增

加 0. 08%到 1. 11%。这就在一定程

度上验证了 Acemoglu等人 ( 2005)所

提出的 ,资源分配通过影响实际的政

治权力而改变政治制度的观点。企业

历史或企业家年龄每增加一年对提高

企业家参政议政可能性的作用较为接

近 ,这说明 ,在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时 ,企业与企业家“资历”都是重要的。不过 ,与资本翻番相比 ,

企业或企业家的“资历”增加一年对于企业家参政议政的作用明显较小。

第二 ,企业家个人的共产党员或民主党派成员身份显著提高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 ,并且民主党派身

份的作用大于共产党员身份的作用。由表 4可知 ,与基准类型的非党员企业家相比 ,获得党员身份将使

该企业家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可能性增加 0. 43%到 4. 59% ,而民主党派身份则能够使该企

业家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可能性增加 3. 48%到 24. 09%。平均来看 ,民主党派身份的作用相

当于党员作用的 5倍。这一结果与现行的政治体制运作机制有关。具体而言 ,一方面党派属性增加了企

业家个人的政治可靠性 ,另一方面 ,由于以企业家之外其他身份参政议政的成员中 ,党员比例已经较高 ,

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又对人大或政协代表中党员的比例有所限制 ,因此民主党派成员要比中国共

产党党员更容易以企业家的身份参政议政。

第三 ,企业家个人的家庭背景是影响其参政议政的重要因素。由图 1可知 ,父母的干部身份对于企

业家参政议政的作用大致介于民主党派成员和党员的作用之间。具体而言 ,与基准情形相比 ,父母的干

部身份使企业家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可能性增加 1. 25%到 10. 13%。① 综合以上三点 ,我们

不难发现 ,与企业注册资本翻番、企业历史或企业家年龄增加一年相比 ,父母的干部身份、个人的中国共

产党党员或民主党派成员身份这些与正式政治权力相关的因素对非公有企业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

影响更大。

第四 ,企业家的性别、教育水平和户籍性质对其参政议政可能性没有显著影响。在李宏彬等人 (L i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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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我们把父母的干部身份换成父亲的干部身份 ,这一变量并不显著 ,尽管其符号还是正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仅仅父亲一方

的干部身份还不足以明显影响下一代参政议政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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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 2006)的研究中 ,民营企业家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会显著增加其成为政协委员的可能性 ,而农村户口

则显著增加其成为人大或政协代表的可能。但是 ,本文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却得到不同的结果 ,企业家的

教育水平与户籍性质都对企业家参政议政的作用不显著。

第五 ,与其他类型的非公有企业相比 ,私营企业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影响因素基本相同。如表 3所示 ,

当我们仅仅选取私营企业样本时 ,控制变量的显著性与符号均未发生变化。

图 1 参政议政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

五　结论

中国在转型过程中 ,非公有企业企业家的参政议政不能仅仅解释为转型国家市场或制度不完善条件

下企业家的一种积极应对的行为 ,这是因为 ,伴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 ,来自非公有企业企业家

的参政议政现象却越来越普遍。

本文利用来自广西柳州的企业与企业家调查数据 ,考察了非公有企业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决定因素。

我们发现 :

(1)来自历史较长、规模较大的企业的企业家更有可能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而企业家的

性别、教育水平和户籍性质对其是否参政议政的影响并不显著 ;

(2)企业家个人的共产党员或民主党派成员身份能显著提高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 ,并且民主党派身

份的作用约为共产党员身份作用的 5倍 ;

(3)企业家个人的家庭背景也是影响其参政议政的重要因素 ,父母亲具有领导干部身份的企业家更

可能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上述结果说明 ,企业家个人的政治身份和家庭背景作为“正式的政治权力”,以及企业的经济实力和

历史作为“实际的政治权力”都有助于他参政议政 ,从而获得更多的由正式的政治制度所赋予的政治权

力。也就是说 ,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参政议政是企业家利用自身权势获取正式政治权力的过程。这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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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Acemoglu等人 (2005)提出的关于经济与政治互动理论的部分观点 ,即正式的政治制

度决定正式的政治权力 ,资源的分配决定事实的政治权力 ,两者又共同决定未来的政治制度。

研究非公有企业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影响因素 ,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转型与发展中大国经济、政治的

未来走向。企业家参政议政是中国转型与发展中的新生事物。中国在经历了近 30年的改革之后 ,面临

着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那就是经济分权加政治集权的体制 ,在这个体制下 ,地方政府拥有制定经济政策的

权力 ,同时 ,地方政府官员又必须接受来自于上级的考核 ,而考核的主要指标是当地的 GDP增长率 ,因

此 ,这种“对上负责”的体制的负面影响是地方政府的官员忽视了来自于普通百姓的需求 (王永钦等 ,

2007)。企业家 (特别是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 )参政议政是中国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下出现的

积极趋势 ,这能够使得政策的制定更多地受到来自于新生力量的影响。通常认为 ,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

于改进民主政治的质量 ,但是 ,我们的研究发现 ,现有的企业家参政议政模式更多地吸纳了来自于大企业

的经济精英 ,而不是具有高层次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 ,同时 ,我们也发现 ,父母一代的政治权力也可以通

过子代企业家的参政议政而得以传承。这样的企业家参政议政模式可能使得获得了政治权力的企业家

更多地代表在政治和经济上拥有权势的阶层的利益 ,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需要加以注意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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